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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 名中层管理者以及 １０３９ 名配对员工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对雇佣关系与组织犬儒主义

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考察了工作压力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第一，相互投资型与投资过度型雇佣模式与员工的工作压力感知和组织犬儒主

义倾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投资不足型与交易契约型雇佣关系与员工的工作压力感

知和组织犬儒主义倾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二，工作压力在相互投资型、投资过度

型以及交易契约型雇佣模式与组织犬儒主义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在投资不足型雇

佣模式与组织犬儒主义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第三，内部整合和外部适应企业文化对于

工作压力与组织犬儒主义的关系均起到负向调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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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员工 －组织关系（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ＥＯＲ）体现了员工与所属组织在内部管理

中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状态（Ｔｓｕｉ 等，１９９７） ［１］，一直是组织行为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 随着

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的雇佣关系出现了某些不同于以往用工形态的新现象和新变化（常
凯和郑小静，２０１９） ［２］。 这种变化引发的危机感以及尚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工作压力已经

成为职场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姚艳虹和孙芳琦，２０１８） ［３］。 特别是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

“９９６”甚至“９９７”工作制以应对市场竞争的趋势下，“高枕无忧”的工作环境已然消失（刘淑桢等，
２０１９） ［４］。 已有研究也表明，工作压力因其持续隐性的负面效果威胁到员工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态

度（Ｍｉｃｈａｅｌ 和 Ｋａｔｅ，２０１４） ［５］。 因此，如何从源头来弱化和转移员工的工作压力就成为了企业界和

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众所周知，工作压力作为企业雇佣关系的典型产物，是员工在职场中长期工

作体验的情绪爆发和状态体现。 然而，以往研究在论述二者的关系时，并未直接探讨其内在的关联

性，而是通过分析雇佣关系与员工的离职倾向、幸福感、敬业度等因素之间的逻辑，侧面印证了二者

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机理，这导致学界无法直观地理解工作压力形成的具体机制，自然也就无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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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效的建议来为企业的良性发展提供改进的方案。 因此，厘清雇佣关系与工作压力之间的“黑
箱”就具有了实践意义。 特别地，对于在不同雇佣模式下员工是否会呈现出差异化的压力解释，在
用工关系更加多元化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显得尤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快节奏的工作方式和不断革新的工作标准不仅加速了职场竞争的“内卷化”趋
势，诱发了员工的高压体验，个体对于组织的负面情绪也由此激增，极易出现犬儒主义等心理退出

机制（Ｙａｎｇ 等，２０２０） ［６］。 这不仅反映出当前我国雇佣关系日益紧张的局面，也对企业的稳定发展

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造成了消极影响。 因此，加强对个体员工负面心理状态的考察就成为了组织

迫切需要解决的管理难题，这也是对学界呼吁加强对雇佣关系领域中负面因素探讨的回应（徐云

飞等，２０１７） ［７］。 而在个体众多的消极情绪表现中，组织犬儒主义因其特有的“厌世”状态和极易传

染性备受管理者的关注，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和作用机制的探讨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 作为

一种消极的工作态度，既有研究已经证实了个体的组织犬儒主义与其在职场中的工作体验以及工

作压力密切相关（Ｐｆｒｏｍｂｅｃｋ 等，２０２０） ［８］。 然而，企业的雇佣关系作为反映职场环境是否优越性的

重要载体和内在体现，其在组织中的落实状态往往又是影响员工工作体验和压力感知的重要媒介

和传导源。 鉴于此，尽管雇佣关系与组织犬儒主义之间存在如此密切的联系，学界对于二者之间的

直接效应却鲜有涉及，对其作用机制的探讨更是有待进一步的理论阐述和说明。 特别地，考虑到现

实企业中多元化的雇佣关系类型，不同雇佣模式的实施又是如何引发员工差异化的组织犬儒主义

倾向的？ 已有研究对此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 因此，厘清雇佣关系与组织犬儒主义之间的内在机

理就具有了学术价值，对于完善雇佣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考虑到雇佣关

系与工作压力以及工作压力与组织犬儒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个体的压力感知在企业的雇佣关系

和组织犬儒主义之间是否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学界对此同样缺乏一定的文献说明。 在工作“内
卷”日益蔓延的今天，厘清雇佣关系、工作压力以及组织犬儒主义三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就具有了现实

的紧迫性。
此外，伴随着企业雇佣关系的实践发展，一方面，运用信念、价值观等文化指标来协调内部矛

盾、适应外部变化的做法已经成为了业界常态；另一方面，国内部分企业奉行的“狼性文化”所引发

的员工高强度的工作压力等负面报道业已成为社会热点。 实际上，企业文化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组
织往往需要借助客观的制度规范等标准来评判其绩效产出，具体的作用效果则会因文化类型的不

同风格呈现出差异化的表现，这又会影响到员工的组织犬儒主义倾向。 也就是说，企业文化的运用

对于员工的压力感知和犬儒表现均具有深刻的影响，然而，目前针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大多围绕着企

业绩效、企业竞争力等组织层面的影响展开论述，鲜有涉及员工个体层面尤其是对于员工工作压力

感知和犬儒倾向的探讨，有关三者之间作用效果的发挥更是缺乏统一的结论。 因此，对于企业文化

如何影响个体的压力感知和犬儒主义表现之间的解释，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实中一些独特的文

化现象。 据此，本文通过引入企业文化这一变量来探讨其对于工作压力影响组织犬儒主义的调节

效应，以期相关结论能够指导企业更好地从事文化管理。

二、 文献回顾

自雇佣关系的概念被提出以来，学者们对其内涵的界定给予了不同理论视角的阐述，具体如图

１ 所示。 目前在雇佣关系领域，主流观点是以 Ｔｓｕｉ 等（１９９７） ［１］ 从雇主视角提出的概念为代表，认
为雇佣关系即 ＥＯ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是雇主与雇员之间正式与非正式的、经济

的、文化的和心理上的联系，进而将其延伸为是组织对员工资源投入与员工对组织贡献之间的社会交

换关系感知，包括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换两个层面（Ｃｒｏｐａｎｚａｎｏ，２００５） ［９］。 徐云飞等（２０１７） ［７］在总结国

内外文献的基础之上，认为目前关于 ＥＯＲ 模式、激励 －贡献模型以及雇佣关系模式的界定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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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关系这一概念框架下的不同阐述，这一观点已被后续研究者所采纳并认可。
而在具体的雇佣关系模型上，Ｔｓｕｉ 等（１９９７） ［１］ 通过对雇佣关系的双维度（提供的诱因和期望

的贡献）进行 Ｋ 均值聚类分析，得出了相互投资型、准交易契约型、投资过度型、投资不足型四种模

式，这一划分方法已经成为后续研究者开展实证检验的标准操作。 此外，作为组织行为学领域的一

个重要议题，学界针对雇佣关系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以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多层次、跨理论的探讨。
然而，以往研究侧重于各自领域的逻辑阐述，相关的研究结论较为分散，缺乏对其进行总体视角的

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徐云飞等（２０１７） ［７］ 通过梳理现有雇佣关系的文献，构建了一个 ＥＯＲ 的研究

框架，具体如图 １ 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雇佣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相关积极因素展开论述（如
表 １ 所示），对于个体犬儒主义等消极情绪的分析涉及较少。 此外，工作压力作为雇佣关系实践的

附属产物，它是如何作用于个体的压力感知，背后的发生机制又是什么？ 目前学界对此并未给出更

多的理论解释，这为本文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图 １　 ＥＯＲ 已有研究的基本框架

资料来源：徐云飞等（２０１７） ［７］

表 １ 雇佣关系经典研究

分类 视角 代表人物 观点

组
织
行
为
多
元
化
视
角

总
体
角
度

Ｂｏｘａｌｌ
环境论。 将雇佣关系视为不断变化的环境，侧重从主体、过程和制度分析雇佣

关系的互动形式与多维结果

Ｇｏｓｐｅｌ 和 Ｐａｌｍｅｒ
交换论。 提出雇佣关系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交换关系，表现为劳动与报酬之间

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交换

李维斯等
关系论。 认为雇佣关系是一种多元的关系集合，包括了经济关系、法律关系、社
会关系、心理关系以及政治关系

约翰·Ｗ． 巴德
决策论。 关注雇佣关系的有效性，在效率与公平以及建言和参与之间探讨工作

的自主性以及共同治理的氛围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视
角

雇
员
角
度

Ｓｃｈｅｉｎ
聚焦雇佣双方期望的匹配与一致，通过普遍存在着的心理契约评价雇员的责任

以及承诺履行

Ｆｏｘ
将雇佣关系视为互惠规范，强调与权力、信任和公平联系起来的心理契约，关注

组织支持感的影响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通过雇员忠诚与组织晋升之间的关联，理解心理契约的主观感知以及变化的情

境内容

Ｇｕｅｓｔ 把心理契约看作员工和组织双方之间的相互义务以及交换，侧重彼此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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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分类 视角 代表人物 观点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视
角

雇
主
角
度

Ｂａｒｎａｒｄ
将组织视为一个整体，诱因 － 贡献之间的交换不仅决定了组织的成功，也影响

了员工的利益

Ｍａｒｃｈ 和 Ｓｉｍｅｎ
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平等交换，组织诱因和员工贡献之间的相互交换，强调员工

与组织的对等关系

Ｔｓｕｉ 等
认为雇主与雇员之间正式与非正式、经济与文化、角色和心理上的各种联系，构
成了雇佣关系的互动性并改变了双方的均衡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压力作为外界作用于身体需求所产生的非特殊反应，是个体对环境认知和反应的动态评价过

程（Ｊｏｈａｒｉ 等，２０１９） ［１０］。 而工作压力作为职场压力源的具体化，对于个体情绪认知和工作态度的

威胁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隐蔽性，其影响效果通常取决于工作环境中雇佣关系的互动以及个体因素

的差异表现（Ｊａｎｓｓｅｎ 等，２０２０） ［１１］。 职场竞争的不可避免性使得工作压力已经成为企业员工面临

的普遍现象，学界对其影响机制的探讨也已经从单纯的负面影响过渡到挑战性、阻碍性的二维区

分，相关结论也因为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结果。 目前有关工作压力的研

究主要侧重于对压力源的分析，例如对家庭工作冲突（Ｖｉｅｇａｓ 和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２０２０） ［１２］、职场排斥

（Ｇｌａｍｂｅｋ 等，２０２０） ［１３］、上司辱虐管理 （Ｗｕ 等，２０１９） ［１４］ 以及职位角色 （Ｍｏｔａｍｅｄｉ 和 Ｋｈａｌｅｄ，
２０１６） ［１５］等因素的探讨，至于将工作压力作为一个结果变量并具体阐述其发生机制的文献并不多

见，特别是对于在不同雇佣关系下员工为何会呈现出不同压力状态的探讨更是有待进一步完善。
另外，在工作压力的中介探讨中，已有文献主要从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论述，涉及认知评价、组
织承诺等常规变量。 而在压力的结果变量方面，目前基本围绕对员工生理、心理反应以及工作行

为、态度两个方面的影响展开分析，其中前者已被证实的影响包括精神崩溃、职场焦虑（Ｒａｎｄａｌｌ 等，
２０１７） ［１６］ 等反应；而在行为、态度方面的影响则涉及工作满意度 （ Ｒｈｉｎｅｂｅｒｇｅｒ⁃Ｄｕｎｎ 和 Ｍａｃｋ，
２０２０） ［１７］、企业归属感（Ｇｒｏｂｅｃｋｅｒ 和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２０１６） ［１８］、职场倦怠（Ｈｅ 等，２０２０） ［１９］、离职倾向（Ｊｕｎｇ
等，２０２０） ［２０］、企业绩效以及反生产行为等结果。 最后，以往文献往往是将工作压力作为一个自变

量或者调节变量来进行相关性分析，对其中介性质的作用探讨有待进一步地挖掘和检验。
犬儒一词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流派之一的犬儒学派提出，用于讽刺当时人们追名逐利的拜金

行为。 Ｄｅａｎ 等（１９９８） ［２１］在全面梳理了以往犬儒主义的相关文献后，正式提出了组织犬儒主义的

新概念，表示个人对所在组织所持有的消极态度。 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目前有关组织犬儒主

义的分析主要围绕影响因素和影响效果两方面展开。 其中前者包括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工作因

素三个层面，具有开创性的则是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１９９６） ［２２］ 基于心理契约违背理论构建的员工犬儒主义

概念模型，后续学者大多基于该模型展开相关实证研究。 而在影响效果上，目前主要是以对个体和

组织行为态度的消极影响为主，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挖掘。 张琦和郑兴山（２０１８） ［２３］在归纳以往文献

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组织犬儒主义的直接、缓冲以及辅助三种效应模型，具有开创性的代表意义。
然而，尽管已有研究针对工作压力和犬儒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理论说明，但是对其内在机制的探

讨并不完善，考虑到多元化雇佣关系的存在，如何在当今复杂的背景下解释员工的犬儒表现，则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鉴于此，本文引入工作压力这一变量来考察其在 ＥＯＲ 和组织犬儒主义

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以此完善该领域的研究学说。

三、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１．雇佣关系与组织犬儒主义

研究表明，组织犬儒主义主要是因企业对员工过高的期望与无法为员工带来额外回报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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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所引发的（张琦和郑兴山，２０１８） ［２３］。 而根据前文雇佣关系的概念回顾可知，雇佣关系包括激

励诱因和期望贡献两个维度，这表明雇佣关系与员工的组织犬儒主义倾向存在密切的关联性。 同

时，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１９９６） ［２２］的研究指出，个人的组织犬儒主义倾向是以其在与组织交换的过程中所形

成的认知体验或感知为参照物的。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处于交换关系当中的双方总是试图维持这

种关系的动态平衡，而交换关系的好坏程度则与企业能够提供资源的多寡、福利分配公平性的感知

有关。 也就是说，员工组织犬儒主义水平的高低与企业所能够提供的福利诱因等措施有关，而雇佣

关系又往往通过提供不同程度的激励措施来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 由此可以肯定，不同雇佣模

式下员工的组织犬儒主义必然会因组织提供的诱因和期望贡献的多寡而表现不同。
具体而言，在相互投资型和投资过度型雇佣模式中，员工会因企业高激励的行为而判定双方的

交换关系处于可接受范围之内，即组织提供的高水平激励措施使得员工对于工作资源的需求得到

了极大的满足。 基于互惠原则，这种有求必应的平等交换关系提升了员工对于组织的归属感和责

任意识（赵红丹等，２０１９） ［２４］。 Ｋａｈｎ（１９９０） ［２５］ 的研究也认为，员工在获得组织的资源支持后会有

更多的责任与义务投入到工作角色中去。 也就是说，组织高投入的激励措施使得彼此之间产生了

良好的交换印象，亦加深了员工产生回报组织的奉献意识。 这与组织所期望的员工贡献不谋而合，
此时双方高质量的交换关系必然引发员工低水平的组织犬儒主义倾向。 特别是投资过度型模式中

低期望的贡献要求更是使得员工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极低的组织犬儒主义。 与之相反，在投资不

足型模式中，企业低激励的行为导致员工会将双方的交换关系判定为失衡状态，此时对于工作资源

的需求在长期得不到组织回应或满足的情况下，伴随着组织过高的期望要求必然引发员工心理契

约违背的消极体验。 已有研究表明，心理契约违背会产生诸如愤怒、玩世不恭（犬儒主义）的消极

态度（张高旗等，２０１９） ［２６］。 因此，在投资不足型模式下员工的组织犬儒主义倾向表现最高。 最后，
在工作导向型模式中，组织低投入 －低期望的相处方式使得员工不会因资源需求的未被满足而过

高呈现心理抵触的消极情绪。 特别地，在这种模式下，双方类似交易契约性质的关系导致员工仅以

完成分内工作为职责，对组织缺乏一定的依赖性，这种互不牵扯的情感信念则导致员工表现出一般

程度的组织犬儒主义倾向。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ａ：相互投资型和投资过度型雇佣模式负向影响员工的组织犬儒主义倾向。
Ｈ１ｂ：投资不足型和交易契约型雇佣模式正向影响员工的组织犬儒主义倾向。
２．雇佣关系与工作压力

通过文献回顾，尽管雇佣关系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但是，现有雇佣关系与员工态

度、行为方面的结论却为本文揭开二者之间的“黑箱”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例如，李召敏和赵曙明

（２０１５） ［２７］提出，在相互投资型雇佣模式中，企业员工的职业幸福感和工作满意度最高。 研究表明，
工作压力会导致高水平的职场焦虑，这一影响又会威胁到个体的身心健康以及工作幸福感

（Ｔａｎｄｌｅｒ 等，２０２０） ［２８］。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组织在向员工提供资源投资的同时，也对员工提出了

相应的期望。 作为回应，员工通常会权衡是否接受企业提供的资源，一方面，这些资源能够更好地

满足其职业成长的心理和物质需求，极大地调动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企业期望得到的

对等贡献能否如期实现，对于员工而言也是一种潜在的压力挑战。 张璇和龙立荣（２０１７） ［２９］的研究

也认为，承担责任或义务本身就是员工受控的内化过程，员工会因工作任务产生相应的压力。
因此，对于雇佣关系和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组织提供的诱因与期望贡献之间的交互

作用会对员工的压力感知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 具体来说，在相互投资型的雇佣模式中，企业对员工

的高贡献期望导致其在兑现这些目标时不仅会消耗大量的情感资源，还会引发高水平的情绪耗竭

（Ｂａｋｋｅｒ 等，２０１４） ［３０］。 根据 Ｍａｓｌａｃｈ 等（２００１） ［３１］的观点，个人超额行使心理、情绪资源所引发的疲惫

状态即是情绪耗竭，是对职场中压力源的一种压力反应。 也就是说，企业较高的工作要求会导致员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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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情感上的资源损耗产生高水平的工作压力。 然而，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同样为员工提供了各种丰富

的诱因———工作资源的补充抵消甚至超过了员工因情绪耗竭所引发的资源损耗，这一行为也缓解了员

工在达成组织的期望贡献时所造成的高压力感知。 即在相互投资型模式下，企业高期望 －高诱因的交互

使得员工的压力体验在资源消耗 －补充的内循环中得到了减缓和弱化。 在投资不足型模式中，企业向员

工提供低水平的资源投入但期望员工做出超预期的工作绩效，这种模式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补充导致员

工在开展工作时积极性显著降低，此时个体对于资源投入 －回报的不对等感知则进一步加深了员工的情

绪耗竭和心态失衡，由此体验到的工作压力则处于最高状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雇佣模式中双方

的关系只是暂时性的，是一种不平衡的存在（Ｈｏｍ 等，２００９）［３２］。 在工作导向型模式中，企业侧重短期投

资的特点决定了企业提供的诱因与期望的贡献均处于较低状态，员工与企业之间更多地是一种经济性关

系而非情感关系。 因此，在这种模式下，企业相对较低的期望往往与低程度的情绪耗竭成正比，由此导致

的工作压力自然处于一般状态。 最后，在投资过度型模式中，企业为员工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但缺乏对

等的贡献期望，这种高激励、低期望的雇佣模式必然会造成低水平的工作压力，个人的资源损耗自然也是

处于极低状态。 然而，这种只付出不求更多回报的雇佣模式短期有利于员工成长，却不利于企业的长期

发展，是一种不平衡的交换关系，在现实中亦不常见。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ａ：相互投资型和投资过度型雇佣模式负向影响员工的工作压力体验。
Ｈ２ｂ：投资不足型和交易契约型雇佣模式正向影响员工的工作压力体验。
３．工作压力的中介作用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只有当组织环境与个体基本心理需求互相匹配时，员工才会自发地将规章

制度、绩效目标等外部因素与自身融为一体（Ｇａｇｎé 和 Ｄｅｃｉ，２００５） ［３３］。 特别地，当组织资源与个人

的需求共识度越高，个人接纳该组织的机率就越强（Ｆｅｌｄｍａｎ，１９７６） ［３４］。 这表明，当组织提供的资

源满足了个体完成绩效所需要的心理和物质需求时，就会产生自我驱动的工作动机，而自我驱动则

意味着员工将企业的目标、准则内化为工作的标准和行动指南，个人对于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可态度

也会因此而有所改善。 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即这个自我驱动的工作动机是

如何形成的，其具体的作用载体又是什么？ 借助上文分析，雇佣关系在满足员工基本心理需求的前

提下，不仅能够适时地改善自身的压力体验，个人的犬儒倾向也会因此而得到缓解。 同时，工作压

力正向影响犬儒表现的研究已经得到证明。 那么工作压力在雇佣关系和犬儒主义之间发挥着什么

作用？ 其存在是否如分析所言是影响工作动机的具体载体？ 有待进一步地说明。 据此，本文认为，
雇佣关系可能通过影响员工对于工作压力的感知而产生不同倾向的组织犬儒主义。

具体而言，在相互投资型模式中，组织丰富的诱因拓展了下属自我发展的空间，满足了员工对于

自主、胜利和归属的基本心理需求（张璇和龙立荣，２０１７） ［２９］，使得员工在按照自我方式开展工作时能

够对组织下达的任务、要求理解得更加透彻。 此时，对于工作意义和使命感的体会催生了自我驱动的

工作动机，加强了员工的工作激情；同时，能够弥补的情绪耗竭导致员工会将其感知到的工作压力理

解为是对自我的挑战，这种为了兑现组织期望而附带的压力反应有利于自我潜能的释放与开发，而个

人价值的实现愿意本身就体现了员工对于组织的情感承诺和信任。 也就是说，在组织高激励 －高期

望模式下，压力导致的收获回报远远大于资源消耗，而工作使命感的自我体验又加深了员工与组织之

间的情感联络。 此时良好的交换关系必然导致员工对于组织的犬儒倾向处于较低状态。 在工作导向

型模式中，由于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经济性关系，企业对员工岗位职责界定较为详细，低贡献的期望使

得员工仅以完成份内工作为认知，工作激情的缺乏则伴随着企业低诱因的投入加剧了员工得过且过

的工作状态。 而工作意义的未被体验导致员工不愿为了挑战自我而加重自身的压力负担，这意味着

员工无法在情感上与组织产生共鸣，此时双方交易契约的经济关系也会促使员工对组织表现出一般

程度的犬儒倾向。 在投入不足型模式中，低投入与高期望的交互机制使得员工与组织之间建立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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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短期的、纯经济性的契约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会将其感知到的高压状态理解为是对自身的

过度剥削，此时的工作动机也是出于强迫激情而非自我驱动。 由此引发的后果就是员工缺乏对组织

的归属感和情感依赖，而双方不对等的交换关系必然会强化个体对于组织的负面情绪，员工的组织犬

儒倾向也会因压抑的高压力而表现强烈。 最后，在投资过度型模式中，高诱因与低期望的双重作用使

得员工“圈内人”的自我认知被逐渐内化，心理需求的过度满足与情感纽带的不断巩固导致员工愿意

主动承担组织期望的贡献与绩效要求。 然而，这种只求付出不求更多回报的做法容易引发员工过度

的猜想，尤其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道理会破坏企业营造的这种理想氛围，由此催生的心理压力负

担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个人的组织犬儒倾向。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工作压力在四种雇佣关系模式与组织犬儒主义之间均发挥中介作用。
４．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

关于企业文化的概念和内涵，学界一直存在认知争议，其中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等（１９９０） ［３５］提出的“企业

文化就是企业组织在经济活动中创造形成并赖以遵守的价值观念、规章制度、行为准则以及固有习

惯”的定义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除此之外，Ｓｃｈｅｉｎ（１９８５） ［３６］ 认为企业价值观仅仅是企业文化

的外在呈现，并将企业文化看成是由特定团体在处理内外部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形成的一些基本假

设所构成的文化管理模式，是在运作过程中受全体成员遵守以便认识、斟酌和感触相关问题的正确

方法，这种观点也受到部分学者的拥趸。 不同于以往西方背景下的文化量表，Ｔｓｕｉ 等（２００６） ［３７］ 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出了适用于测量中国不同企业性质的文化量表，包括内部整合和外部适应

两个维度，已被国内学者所验证并接纳。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尽管企业文化与员工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涉及员工

负面情绪表达的文献较少（赵曙明和裴宇晶，２０１１） ［３８］，特别是对于工作压力、组织犬儒主义这种不

稳定因素的探讨更是处于起步阶段。 工作压力作为职场中组织犬儒主义的诱发因素之一，上文对

于二者之间的发生机制已经有所涉及。 同时，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行事风格和管理模式，内化于日常

工作流程之中，感知于员工和组织的互动之间，作用于员工的产出绩效之上，那么它与工作压力以

及组织犬儒主义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研究表明，企业文化通过各种章程、语言、禁忌以及

群体规范等形式使得员工的不良情绪得到了表达和缓解，弱化了其与心理压力等负面因素的联系

（Ｓｃｈｅｉｎ，１９９０） ［３９］。 因此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企业文化可能通过塑造员工对于工作压

力的感知而进一步影响其组织犬儒主义的表现。 具体而言，实施内部整合文化的企业注重成员之

间的和谐发展，鼓励团队通过互帮互助、平等交流的方式来加深彼此的合作共享和贡献意识

（Ｃｏｏｋｅ 和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９８） ［４０］。 同时，组织内部浓厚的人文关怀氛围能够显著降低情境压力引发

的负面情绪和工作体验，员工对于工作的满意度和归属感也会因自我发展空间得到认可而不断提

升（张高旗等，２０１９） ［２６］。 也就是说，重视人际和谐和员工发展的内部整合文化会通过成员之间良

好的内部沟通使得个人的消极情绪和工作压力有了可倾诉的对象和发泄的窗口，弱化了由此引发

的犬儒心态。 此外，以外部适应文化为代表的企业强调对动态环境的敏感性，注重对服务质量的改

善和社会责任的承担，倡导开放融合的文化环境也会因注重对内部氛围的感知而不断完善个人 －
环境的平衡以及工作 －兴趣的匹配（赵慧军等，２０２０） ［４１］。 换句话说，以顾客导向、社会责任和勇于

创新为担当的外部适应文化会自我诊断哪些因素的存在拉低了员工的服务意识和质量。 在不断自

我革新的文化气氛下，企业通过改进管理方式、增进彼此情感的途径修正了工作压力所引发的组织

犬儒主义体验，个人的厌世情绪也会因情绪耗竭得到照顾而有所减缓。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ａ：内部整合文化负向调节了工作压力和组织犬儒主义的关系。
Ｈ４ｂ：外部适应文化负向调节了工作压力和组织犬儒主义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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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四、 研究设计

１．样本特征

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部分高新技术园区内的 ８６ 家科技型企业为调研对象，涵盖网络通信、香
料研发、生物制药等行业。 问卷调查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２０２０ 年 ９ 月期间完成，前期通过与企业人力

资源部门对接，同时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最终确定了现场发放和线上回收两种问卷回收方式。
具体形式上采用了领导与员工配对的方法展开调查，其中雇佣关系量表由中层管理者负责填写，工
作压力、组织犬儒主义以及企业文化量表则由员工自评填写产生。 本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 １５００
份，成功回收 １２３５ 份，回收率达到 ８２􀆰 ３３％ 。 通过控制题项的筛选条件和剔除其他无效问卷后，共
收回有效问卷 １１９６ 份（１５７ 名中层管理者和 １０３９ 名配属员工），有效回收率为 ９６􀆰 ８４％ ，具体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样本基本情况统计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 ／ ％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 ／ ％

性别

年龄

婚姻

企业

员工

规模

男

女

２５ 岁及以下

２６ ～ ３０ 岁

３１ ～ ３５ 岁

３６ ～ ４０ 岁

４１ ～ ４５ 岁

４６ ～ ５０ 岁

５１ ～ ５５ 岁

５６ 岁（含）以上

未婚

已婚

离婚

丧偶

５０ 人以下

５１ ～ １００ 人

１０１ ～ ５００ 人

５０１ ～ １０００ 人

１００１ ～ ２０００ 人

２０００ 人以上

６４７

５４９

３９３

２９２

１９８

８８

７１

７０

６８

１６

６００

５６９

１９

８

２８０

２１３

３１８

１４０

７９

１６６

５４􀆰 １

４５􀆰 ９

３２􀆰 ９

２４􀆰 ４

１６􀆰 ６

７􀆰 ４

５􀆰 ９

５􀆰 ９

５􀆰 ７

１􀆰 ３

５０􀆰 ２

４７􀆰 ６

１􀆰 ６

０􀆰 ７

２３􀆰 ４

１７􀆰 ８

２６􀆰 ６

１１􀆰 ７

６􀆰 ６

１３􀆰 ９

学历

工作

年限

企业

性质

企业

发展

阶段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１ 年以内

１ ～ ５ 年

６ ～ １０ 年

１１ ～ １５ 年

１６ ～ ２０ 年

２１ 年及以上

国企 ／ 事业单位

民营 ／ 私企

外资 ／ 合资

其他

初创期

成长期

成熟期

二次创业期

衰退期

３５６

５７４

２３９

２７

２９１

３７９

２４３

１２４

６９

９０

４０３

５１９

１１６

１５８

１６０

４２４

５１０

６３

３９

２９􀆰 ８

４８􀆰 ０

２０􀆰 ０

２􀆰 ３

２４􀆰 ３

３１􀆰 ７

２０􀆰 ３

１０􀆰 ４

５􀆰 ８

７􀆰 ５

３３􀆰 ７

４３􀆰 ４

９􀆰 ７

１３􀆰 ２

１３􀆰 ４

３５􀆰 ５

４２􀆰 ６

５􀆰 ３

３􀆰 ３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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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本次调查研究中所收集的企业数据和员工数据覆盖面比较广泛，体现了样本来源的

多样性，相关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２．变量测量

所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国内外成熟且已得到信效度验证的量表，并且以 ５ 点计分法为标准。
参照以往研究，本文的控制变量在个体层面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四个方面，在组织层面

包括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阶段三个方面。 其中雇佣关系采用 Ｊｉａ 等（２０１４） ［４２］ 编制的雇

佣关系量表，包括激励诱因和期望贡献两大维度，前者 １４ 个题项，内部一致性为 ０􀆰 ９３６；后者 １３ 个

题项，内部一致性为 ０􀆰 ９２４。 工作压力采用 Ｃｏｏｐｅｒ 等（１９９８） ［４３］ 编制的 ＯＳＩ 量表，共计 ２６ 个题项，
内部一致性为 ０􀆰 ９３４。 组织犬儒主义采用 Ｄｅａｎ 等（１９９８） ［２１］编制的 １４ 项测量量表，内部一致性为

０􀆰 ９３５。 企业文化采用 Ｔｓｕｉ 等（２００６） ［３７］ 编制的 ２３ 项测量量表，其中内部整合文化的内部一致性

为 ０􀆰 ９２４；外部适应文化的内部一致性为 ０􀆰 ９２６。

五、 结果分析

１．数据聚合检验

由于本文所用的企业文化变量属于组织层面且由员工自评填写完成，因此存在一个检验个体

层面数据聚合合理性的问题。 采用 Ｒｗｇ、ＩＣＣ（１）、ＩＣＣ（２）这三个指标来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内部

整合文化和外部适应文化的 Ｒｗｇ均值分别为 ０􀆰 ９６５ 和 ０􀆰 ８２３，高于 ０􀆰 ７ 的判断标准；内部整合文化

和外部适应文化的 ＩＣＣ（１）分别为 ０􀆰 ２８７ 和 ０􀆰 ３９１，满足大于 ０􀆰 ０５ 的判断标准；内部整合文化和外

部适应文化的 ＩＣＣ（２）分别为 ０􀆰 ７６７ 和 ０􀆰 ８４４，满足大于 ０􀆰 ５ 的经验标准。 因此员工自评的企业文

化数据均可以聚合到组织层面。
２．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通过 ＡＭＯＳ２４􀆰 ０ 软件对雇佣关系以及员工自评的三个变量（工作压力、组织犬儒主义、
企业文化）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具体的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结果显示，个体层面的四因素

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最高 （ χ２ ／ ｄｆ ＝ ２􀆰 ９７７，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１，ＣＦＩ ＝ ０􀆰 ９３３， ＩＦＩ ＝ ０􀆰 ９３４， ＴＬＩ ＝
０􀆰 ９２５），从而得知变量间具备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３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Ｃ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企业层面
ＯＩ，ＥＣ ２８２０􀆰 ００７ ３１９ ８􀆰 ８４ ０􀆰 ０７８ ０􀆰 ８８８ ０􀆰 ８８９ ０􀆰 ８７７

ＤＩ，ＭＩ，ＩＲ，ＥＲ ９６０􀆰 ９５５ ３１４ ３􀆰 ０６ ０􀆰 ０５３ ０􀆰 ９４９ ０􀆰 ９４９ ０􀆰 ９４３

员工层面

ＷＰ，ＯＣ，ＬＩＣ，ＥＡＣ １０００􀆰 ４７４ ３３６ ２􀆰 ９７７ ０􀆰 ０６１ ０􀆰 ９３３ ０􀆰 ９３４ ０􀆰 ９２５

ＷＰ，ＯＣ，ＬＩＣ ＋ ＥＡＣ ２０４０􀆰 ４３６ ３３９ ６􀆰 ０１９ ０􀆰 ０６５ ０􀆰 ９２５ ０􀆰 ９２５ ０􀆰 ９１７

ＷＰ，ＯＣ ＋ ＬＩＣ ＋ ＥＡＣ ７５１７􀆰 ４７６ ３４１ ２２􀆰 ０４５ ０􀆰 １３３ ０􀆰 ６８５ ０􀆰 ６８５ ０􀆰 ６５１

ＷＰ ＋ ＯＣ ＋ ＬＩＣ ＋ ＥＡＣ １０７６６􀆰 ７１２ ３４２ ３１􀆰 ４８２ ０􀆰 １６ ０􀆰 ５４２ ０􀆰 ５４３ ０􀆰 ４９４

　 　 注：部门层面：ＯＩ 为组织诱因、ＥＣ 为期望贡献、ＤＩ 为发展报酬、ＭＩ 为物质报酬、ＩＲ 角色内要求、ＥＲ 为角色外要求；个体层面：
ＷＰ 为工作压力、ＯＣ 为组织犬儒主义、ＬＩＣ 为内部整合文化、ＥＡＣ 为外部适应文化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３．雇佣关系的聚类分析

借鉴以往研究经验，在对雇佣关系的激励诱因和期望贡献维度进行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分析后，得出

了四种不同类型的雇佣关系模式。 具体分类结果如表 ４ 所示，其中，相互投资型为 ４２ 人，投资过渡

型为 ３８ 人，投资不足型为 ３７ 人，交易契约型为 ４０ 人。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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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雇佣关系的聚类分析结果

相互投资型

（Ｎ ＝ ４２）
投资过渡型

（Ｎ ＝ ３８）
投资不足型

（Ｎ ＝ ３７）
交易契约型

（Ｎ ＝ ４０）
Ｆ

诱因 ４􀆰 １９ ３􀆰 ６０ ２􀆰 ３２ １􀆰 ９６ １４０􀆰 ４４∗∗∗

贡献 ４􀆰 ２１ ３􀆰 １８ ４􀆰 ０５ １􀆰 ９７ １３６􀆰 ８３∗∗∗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４．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如表 ５ 所示，其中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与工作压力（ ｒ ＝ － ０􀆰 ０７７，ｐ ＜
０􀆰 ０１）、组织犬儒主义（ｒ ＝ － ０􀆰 １３５，ｐ ＜ ０􀆰 ０１）呈现负相关关系，投资过度型与工作压力（ ｒ ＝ － ０􀆰 １２９，
ｐ ＜０􀆰 ０１）、组织犬儒主义（ｒ ＝ －０􀆰 １９２，ｐ ＜０􀆰 ０１）同样呈现负相关关系；工作压力与组织犬儒主义显著

正相关（ｒ ＝０􀆰 ６８６，ｐ ＜ ０􀆰 ０１）。 内部整合企业文化与工作压力（ｒ ＝ － ０􀆰 １２８，ｐ ＜ ０􀆰 ０１）、组织犬儒主义

（ｒ ＝ －０􀆰 １９３，ｐ ＜０􀆰 ０１）呈现负相关关系，外部适应文化与工作压力（ｒ ＝ － ０􀆰 １３６，ｐ ＜ ０􀆰 ０１）、组织犬儒

主义（ｒ ＝ －０􀆰 １８７，ｐ ＜０􀆰 ０１）显著负相关。 检验结果为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 ５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 相互投资型 ２􀆰 ２０ ０􀆰 ９５ １ 　 　 　 　 　 　 　
２． 投资过度型 １􀆰 ９２ ０􀆰 ７７ ０􀆰 ８０９∗∗ １ 　 　 　 　 　 　
３． 投资不足型 ２􀆰 ８７ ０􀆰 ７３ ０􀆰 ２７８∗∗ ０􀆰 ２４９∗∗ １ 　 　 　 　 　
４． 交易契约型 ３􀆰 ０８ ０􀆰 ９２ ０􀆰 ３４０∗∗ ０􀆰 ２５７∗∗ ０􀆰 ３２３∗∗ １ 　 　 　 　
５． 工作压力 ３􀆰 ４５ ０􀆰 ８７ － ０􀆰 ０７７∗∗ － ０􀆰 １２９∗∗ ０􀆰 ２９８∗∗ ０􀆰 １５８∗∗ １ 　 　 　
６． 组织犬儒主义 ３􀆰 ４２ ０􀆰 ７５ － ０􀆰 １３５∗∗ － ０􀆰 １９２∗∗ ０􀆰 ２０８∗∗ ０􀆰 １６０∗∗ ０􀆰 ６８６∗∗ １ 　 　
７． 内部整合文化 １􀆰 ９７ ０􀆰 ８２ ０􀆰 ７１９∗∗ ０􀆰 ９４５∗∗ ０􀆰 ２２３∗∗ ０􀆰 ２６０∗∗ － ０􀆰 １２８∗∗ － ０􀆰 １９３∗∗ １ 　
８． 外部适应文化 １􀆰 ９４ ０􀆰 ８９ ０􀆰 ７２８∗∗ ０􀆰 ８８７∗∗ ０􀆰 ２０６∗∗ ０􀆰 ２００∗∗ － ０􀆰 １３６∗∗ － ０􀆰 １８７∗∗ ０􀆰 ７６４∗∗ １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５．假设检验

（１）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涉及的雇佣关系和企业文化作为组织层面的研究变量，需
要对其进行跨层次分析以保证结果的规范性，具体结果如表 ６、表 ７ 所示。
表 ６ 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１

变量
工作压力 组织犬儒主义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截距 ４􀆰 ３１２∗∗∗ ４􀆰 ９８６∗∗∗ ６􀆰 ９３７∗∗∗ ３􀆰 ０６１∗∗ ７􀆰 ９８８∗∗∗ ８􀆰 ８８１∗∗∗ ４􀆰 ８３０∗∗∗ ２３􀆰 ０３０∗∗∗ ２４􀆰 ７６１∗∗∗

个体控制变量
性别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６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９ ０􀆰 ０６４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０∗

年龄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２８
学历 ０􀆰 ０４５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６∗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７

工作年限 ０􀆰 １２５∗∗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０∗∗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０
组织控制变量

企业性质 －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３
企业规模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１∗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７

企业发展阶段 －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自变量

相互投资型 － ０􀆰 ０９０∗∗ － ０􀆰 １４６∗∗∗ － ０􀆰 ０８５∗∗∗

投资过度型 － ０􀆰 １４４∗∗∗ － ０􀆰 ２０２∗∗∗ － ０􀆰 １０５∗∗∗

中介变量
工作压力 ０􀆰 ６８５∗∗∗ ０􀆰 ６７８∗∗∗ ０􀆰 ６７０∗∗∗

组内方差（σ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６ ０􀆰 ４７５ ０􀆰 ４８２ ０􀆰 ４８６
组间方差（τ０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５０ ０􀆰 ４７２ ０􀆰 ４７８ ０􀆰 ４８２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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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２

变量
工作压力 组织犬儒主义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模型 １５ 模型 １６ 模型 １７ 模型 １８

截距 ４􀆰 ３１２∗∗∗ １８􀆰 １７４∗∗∗ ６􀆰 ９４１∗∗∗ ３􀆰 ０６１∗∗ ４􀆰 ８３０∗∗∗ ９􀆰 ３４６∗∗∗ １９􀆰 ７６１∗∗∗ ６􀆰 ２８６∗∗∗ ２１􀆰 ２２３∗∗∗

个体控制变量

性别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４ ０􀆰 ０７８∗∗ ０􀆰 ０６５∗∗ ０􀆰 ０７６∗∗ ０􀆰 ０６８∗∗

年龄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４０

学历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４

工作年限 ０􀆰 １２５∗∗ ０􀆰 １４０∗∗ ０􀆰 １２４∗∗ ０􀆰 １０８∗ ０􀆰 ０２２ ０􀆰 １１８∗∗ ０􀆰 ０２２ ０􀆰 １０６∗ ０􀆰 ０２２

组织控制变量

企业性质 －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１１

企业规模 ０􀆰 ０６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１８

企业发展阶段 －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２

自变量

投资不足型 ０􀆰 ２９５∗∗∗ ０􀆰 ２０７∗∗∗ ０􀆰 ００５

交易契约型 ０􀆰 １４３∗∗∗ ０􀆰 １５４∗∗∗ ０􀆰 ０５７∗∗

中介变量

工作压力 ０􀆰 ６８５∗∗∗ ０􀆰 ６８４∗∗∗ ０􀆰 ６７７∗∗∗

组内方差（σ２） ０􀆰 ０２５ ０􀆰 １０９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８ ０􀆰 ４７５ ０􀆰 ０５９ ０􀆰 ４７５ ０􀆰 ０４１ ０􀆰 ４７９

组间方差（τ００） ０􀆰 ０１９ ０􀆰 １０３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２ ０􀆰 ４７２ ０􀆰 ０５３ ０􀆰 ４７２ ０􀆰 ０３４ ０􀆰 ４７５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由表 ６ 的模型 ６ 和模型 ８ 可知，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对员工的组

织犬儒主义倾向（β ＝ － ０􀆰 １４６，ｐ ＜ ０􀆰 ００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投资过度型雇佣关系对员工的组

织犬儒主义倾向（β ＝ － ０􀆰 ２０２，ｐ ＜ ０􀆰 ００１）同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 Ｈ１ａ得到支持。 由表 ７ 的

模型 １５ 和模型 １７ 可知，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投资不足型雇佣关系对员工的组织犬儒主义

倾向（β ＝ ０􀆰 ２０７，ｐ ＜ ０􀆰 ００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交易契约型雇佣关系同样与组织犬儒主义倾

向（β ＝ ０􀆰 １５４，ｐ ＜ ０􀆰 ００１）保持正相关关系，假设 Ｈ１ｂ得到支持。 由表 ６ 的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可知，在控

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对员工的工作压力感知（β ＝ － ０􀆰 ０９０，ｐ ＜ ０􀆰 ０１）具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投资过度型雇佣关系对员工的组织犬儒主义倾向（β ＝ － ０􀆰 １４４，ｐ ＜ ０􀆰 ００１）同样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 Ｈ２ａ得到支持。 由表 ７ 的模型 １１ 和模型 １２ 可知，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

变量后，投资不足型雇佣关系对员工的组织犬儒主义倾向（β ＝ ０􀆰 ２９５，ｐ ＜ ０􀆰 ００１）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交易契约型雇佣关系对员工的组织犬儒主义倾向（β ＝ ０􀆰 １４３，ｐ ＜ ０􀆰 ００１）同样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假设 Ｈ２ｂ得到支持。
由表 ６ 的模型 ７ 可知，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工作压力与组织犬儒主义倾向（β ＝ ０􀆰 ６８５，

ｐ ＜ ０􀆰 ００１）存在正相关关系。 由表 ６ 的模型 ８ 可知，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同时

放入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工作压力时，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对组织犬儒主义的影响系数由

－ ０􀆰 １４６（ｐ ＜ ０􀆰 ００１）减弱为 － ０􀆰 ０８５（ｐ ＜ ０􀆰 ００１），仍然显著；此时工作压力对组织犬儒主义仍然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０􀆰 ６７８，ｐ ＜ ０􀆰 ００１）。 上述结果表明，工作压力在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和组

织犬儒主义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由表 ６ 的模型 ９ 可知，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

后，同时放入投资过度型雇佣关系、工作压力时，投资过度型雇佣关系对组织犬儒主义的影响系数

由 － ０􀆰 ２０２（ｐ ＜ ０􀆰 ００１）减弱为 － ０􀆰 １０５（ｐ ＜ ０􀆰 ００１），仍然显著；此时工作压力仍然与组织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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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正相关关系（β ＝ ０􀆰 ６７０，ｐ ＜ ０􀆰 ００１）。 上述结果表明，工作压力在投资过度型雇佣关系和组织

犬儒主义之间同样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同理，由表 ７ 的模型 １６ 可知，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人口

统计学变量后，同时放入投资不足型雇佣关系、工作压力时，投资不足型雇佣关系对组织犬儒主

义的影响系数由 ０􀆰 ２０７（ｐ ＜ ０􀆰 ００１）减弱为 ０􀆰 ００５（ｐ ＞ ０􀆰 ０５），不显著；此时工作压力对组织犬儒主

义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０􀆰 ６８４，ｐ ＜ ０􀆰 ００１）。 上述结果表明，工作压力在投资不足型雇佣

关系和组织犬儒主义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由表 ７ 的模型 １８ 可知，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人口统

计学变量后，同时放入交易契约型雇佣关系、工作压力时，交易契约型雇佣关系对组织犬儒主义

的影响系数由 ０􀆰 １５４（ｐ ＜ ０􀆰 ００１）减弱为 ０􀆰 ０５７（ｐ ＜ ０􀆰 ０１），仍然显著；此时工作压力对组织犬儒主

义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０􀆰 ６７７，ｐ ＜ ０􀆰 ００１）。 上述结果表明，工作压力在交易契约型雇佣

关系和组织犬儒主义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通过对以上结果的分析可知，假设 Ｈ３ 得到初步

支持。
为了更准确地检验工作压力这一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本文通过宏程序 Ｐｒｏｃｅｓｓ 进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５０００ 重复样本抽样。 数据显示，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与员工组织犬儒主义倾向的直接效应为

－ ０􀆰 ０６７０，ｐ ＜ ０􀆰 ００１，９５％的置信区间 ＣＩ ＝ ［ － ０􀆰 １００５， － ０􀆰 ０３３４］，不包含 ０。 工作压力的间接效应

为 － ０􀆰 ０４７６，ｐ ＜ ０􀆰 ００１，９５％的置信区间 ＣＩ ＝ ［ － ０􀆰 ０８２０， － ０􀆰 ０１３５］，不包含 ０。 该结果表明，工作

压力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为部分中介。 投资过度型雇佣关系与员工组织犬儒主义倾向的直接效应

为 － ０􀆰 １０１９，ｐ ＜ ０􀆰 ００１，９５％的置信区间 ＣＩ ＝ ［ － ０􀆰 １４３４， － ０􀆰 ０６０３］，不包含 ０。 工作压力的间接效

应为 － ０􀆰 ０９４６，ｐ ＜ ０􀆰 ００１，９５％的置信区间 ＣＩ ＝ ［ － ０􀆰 １３５０， － ０􀆰 ０５５９］，不包含 ０，即中介效应显著，
且为部分中介。 投资不足型雇佣关系与员工组织犬儒主义倾向的直接效应为 ０􀆰 ００７４，ｐ ＞ ０􀆰 ０５，
９５％的置信区间 ＣＩ ＝ ［ － ０􀆰 ０３７８，０􀆰 ０５２７］，包含 ０。 工作压力的间接效应为 ０􀆰 ２１１０，ｐ ＜ ０􀆰 ００１，９５％
的置信区间 ＣＩ ＝ ［０􀆰 １５８４，０􀆰 ２６４４］，不包含 ０，即中介效应显著，且为完全中介。 交易契约型雇佣关

系与员工组织犬儒主义倾向的直接效应为 ０􀆰 ０４８０， ｐ ＜ ０􀆰 ０１，９５％ 的置信区间 ＣＩ ＝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８２６］，不包含 ０。 工作压力的间接效应为 ０􀆰 ０８１６，ｐ ＜ ０􀆰 ００１，９５％ 的置信区间 ＣＩ ＝ ［０􀆰 ０４２２，
０􀆰 １２１０］，不包含 ０，即中介效应显著，且为部分中介，假设 Ｈ３ 再次得到支持。

（２）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 采用层级回归来检验内部整合文化和外部适应文化是否调节工作

压力与组织犬儒主义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 ８ 所示。
表 ８ 企业文化调节效应的多层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截距

组织犬儒主义

模型 １９ 模型 ２０ 模型 ２１ 模型 ２２

３􀆰 ０６１∗∗∗ １４􀆰 ８３０∗∗∗ １５􀆰 ４７３∗∗∗ １４􀆰 ５８０∗∗∗

个体控制变量

性别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３∗

年龄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３５
学历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０

工作年限 ０􀆰 １０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组织控制变量

企业性质 －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７
企业规模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９

企业发展阶段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自变量 工作压力 ０􀆰 ６８５∗∗∗ ０􀆰 ６６０∗∗∗ ０􀆰 ６５６∗∗∗

调节变量
内部整合文化 － ０􀆰 １１２∗∗∗

外部适应文化 － ０􀆰 １０１∗∗∗

交互项
工作压力∗内部整合文化 － ０􀆰 ０８４∗∗∗

工作压力∗外部适应文化 － ０􀆰 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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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８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截距

组织犬儒主义

模型 １９ 模型 ２０ 模型 ２１ 模型 ２２

３􀆰 ０６１∗∗∗ １４􀆰 ８３０∗∗∗ １５􀆰 ４７３∗∗∗ １４􀆰 ５８０∗∗∗

方差
组内方差（σ２） ０􀆰 ０１８ ０􀆰 ４７５ ０􀆰 ４９３ ０􀆰 ４９１
组间方差（τ００） ０􀆰 ０１２ ０􀆰 ４７２ ０􀆰 ４８９ ０􀆰 ４８７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由表 ８ 的模型 ２１ 可知，工作压力和内部整合文化的交互项对组织犬儒主义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β ＝ － ０􀆰 ０８４，ｐ ＜ ０􀆰 ００１），表明组织的内部整合文化氛围越浓，工作压力与组织犬儒主义之间的正

向关系就越弱，即假设 Ｈ４ａ得到初步支持；同理，由表 ８ 的模型 ２２ 可知，工作压力和外部适应文化的

交互项对组织犬儒主义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 ＝ － ０􀆰 ０８６，ｐ ＜ ０􀆰 ００１），表明组织的外部适应文化氛

围越浓，工作压力与组织犬儒主义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弱，即假设 Ｈ４ｂ得到初步支持。 为进一步明确

调节作用的方向和趋势，以均值上下 １ 个标准差为标准，将内部整合文化和外部适应文化划分为高、
低两个水平，分别绘制工作压力对组织犬儒主义的回归效应图，如图 ３、图 ４ 所示。 图 ３ 显示，与低内

部整合文化相比，高内部整合文化下员工组织犬儒主义倾向的回归斜率较缓，说明当组织中的工作压

力提高相同的水平时，高内部整合文化下员工会表现出更低的组织犬儒主义倾向。 即在高内部整合

文化下工作压力对员工组织犬儒主义的正向影响得到了削弱；同理，图 ４ 显示，与低外部适应文化相

比，高外部适应文化下员工组织犬儒主义倾向的回归斜率较缓，说明当组织中的工作压力提高相同的

水平时，高外部适应文化下员工会表现出更低的组织犬儒主义倾向。 即在高外部适应文化下工作压

力对员工组织犬儒主义的正向影响同样得到了削弱。 假设 Ｈ４ａ、假设 Ｈ４ｂ再次得到验证。

　 图 ３　 内部整合文化的调节作用　 　 　 　 　 　 　 　 　 　 图 ４　 外部适应文化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六、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回顾雇佣关系和工作压力内涵的基础上，借助社会交换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的相关原

理，对雇佣关系模式、工作压力、组织犬儒主义和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并进行了实

证检验。 本文的理论创新包括：第一，厘清了雇佣关系与组织犬儒主义之间的“黑箱”机制。 尽管

以往研究对雇佣关系与员工态度、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但是基本上集中于组织承

诺（Ｗａｌｄｅｎ 等，２０１７） ［４４］、组织信任（Ｙｕ 等，２０１８） ［４５］、员工敬业度（Ｋａｎｇ 和 Ｓｕｎｇ，２０１９） ［４６］ 等积极

层面变量，其相关研究结论也具有普遍的一致性，即相互投资型的雇佣关系模式要优于其他三种类

型的雇佣关系模式。 组织犬儒主义作为雇佣关系实践催生的一种消极情绪，其内在的作用机制是

如何形成的，雇佣关系模式对其的影响是否也如以往积极变量一样，目前文献尚未给出一个合理的

解释。 因此，本文通过实证检验雇佣关系与组织犬儒主义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助于完善现有雇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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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领域的研究结论。 第二，阐明了企业文化对于工作压力以及组织犬儒主义等负面因素的调节影

响。 以往企业文化文献在阐述相关效用时主要是从企业文化的建设与构建（Ｓｕｒａｋｓｈａ 和 Ｋｕｍａｒ，
２０１３） ［４７］、文化类型（许婷和杨建君，２０１７） ［４８］以及不同导向文化（Ｌｉｎｊｕａｎ 和 Ｋａｔｙ，２０１８） ［４９］等方面

展开，且结果变量基本上集中于组织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 （ Ｂｅｄａｎａｎｄ 等，２０１８） ［５０］、企业绩效

（Ｗｉｌｄｅｒｏｍ 等，２０１２） ［５１］与企业创新（Ｗｅｉ 等，２０１９） ［５２］ 等影响，鲜有研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工作

压力、犬儒主义等消极层面因素。 因此本文通过聚焦企业文化这一特殊的作用形态，对其与工作压

力、组织犬儒主义的内在机理进行探索，既拓展了企业文化的研究方向，也为后续开展企业文化效

用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突破口。 第三，对职场中工作压力感知的个体差异表现提供了一

个可行的情境因素解释，丰富了现有工作压力领域的研究。 一方面，现有工作压力的文献主要侧重

于压力源及其后续衍生结果之间的探讨，对其前因变量的研究虽然有所涉及，但是从雇佣关系这一

整体视角切入进而分析二者之间因果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另一方面，雇佣关系作为重要的情境因

素，对于个人情绪表达的影响效果受其提供的资源多寡以及期望贡献的高低有关，这意味着员工会

因雇佣模式的差异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压力反应。 因此，本文通过构建雇佣关系 － 工作压力 － 组织

犬儒主义的作用机制，对于工作压力及其后续行为态度的差异表现给出了组织层面的理论诠释。
除此之外，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现实中的企业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鉴于雇佣关

系对工作压力的影响，本文为企业选择合适的雇佣关系模式提供了参考。 企业提供诱因与期望贡

献的交互项对工作压力具有两面性，其最后的影响结果可能因员工与组织互动的感知而有所不同。
因此，双方应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在为员工提供各种激励政策的同时，针对员工

提出的期望要因人而异，在让他们感受到企业重视的同时又体会到个性化的关怀与培养，从而加强

员工的使命感和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 其次，为企业的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本文认为，企业文化会

调节工作压力与组织犬儒主义之间的联系。 因此，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需要嵌入相匹配的企业文

化，通过企业文化赋能实现工作压力之下的工作韧性以及工作复原力的提升，以企业价值观念的注

入重塑工作行为和管理行为之间的多向度平衡。 同时，在企业文化的建设实践中，也离不开人力资

源管理战略的匹配。 作为组织代理人的管理层尤其是中层管理者，在资源的分配环节上要注重对下

属员工的多因素考核，在侧重员工贡献的同时也要对其进行相匹配的资源支持和情感支持，进而强化

员工对于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度。 最后，企业应该针对员工进行持续走访和跟进沟通，加强对企业激

励措施和员工职责落实等方面的监督，并将员工反馈的意见和企业发展相结合来形成上下理解与沟

通的一致。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文化建设，降低组织犬儒主义的氛围，最大程度地增进工作韧性、
调节工作压力，从而既确保健康职场环境的人文自觉，又保障工作投入和组织绩效的持续。

尽管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雇佣关系的相关分析，但是后续研究仍需从实证支撑、理论边界

和多维视角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首先，本文采用的研究量表大多是基于员工自评产生，特
别是对于企业文化的测量主要以员工自我感知和体验为参考对象，这一方法是否恰当有待进一步

地商榷，由此得出的相关结论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后续研究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企业管

理层的调研数据来验证其作用效果。 其次，本文对于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仅考察了它对工作压力

和组织犬儒主义之间的影响，是否还调节雇佣关系对工作压力的效用并未涉及。 最后，本文主要侧

重探讨雇佣关系引发的后续影响，实际上雇佣关系作为一个动态的变化因素，其具体的实施效果受

企业领导的影响而变化。 那么现实中不同领导风格是否影响企业雇佣关系的发挥，已有文献并未

给出更多解释，后续研究可以从该视角出发来探讨雇佣关系的前因变量和生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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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Ｊ］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８，１０，
（３）：８６４．

［４６］Ｋａｎｇ，Ｍ． ，ａｎｄ Ｍ． Ｓｕｎｇ．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Ｊｏｂ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３１，（３）：
１ － ２４．

［４７］Ｓｕｒａｋｓｈａ，Ｇ． ， ａｎｄ Ｖ． Ｋｕｍａ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Ｂｒａｎｄ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３，４８，（３）：３１１ － ３２０．

［４８］许婷，杨建君． 股权激励、高管创新动力与创新能力———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Ｊ］ ． 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１７，（４）：５１ － ６４．
［４９］Ｌｉｎｊｕａｎ，Ｒ． Ｍ． ， ａｎｄ Ｌ． Ｒ． Ｋａｔｙ． Ｉ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Ｆｅｅｌ！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Ｊ］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８，２３，（４）：４７０ － ４９１．
［５０］Ｂｅｄａｎａｎｄ，Ｕ． ，Ｍ． Ｒａｈａｔ，Ｂ． Ｙｖｅｔｔｅ，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Ｓ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Ｎｅｐａｌ［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９１，（１０）：１０８ － １２２．
［５１］Ｗｉｌｄｅｒｏｍ，Ｃ． Ｐ． Ｍ． ，Ｐ． Ｔ． Ｖ． Ｄ． Ｂｅｒｇ，ａｎｄ Ｕ． Ｊ． Ｗｉｅｒｓｍａ．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ｔ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２，２３，（５）：８３５ － ８４８．
［５２］Ｗｅｉ，Ｙ． ，Ｄ． Ｋａｎｇ，ａｎｄ Ｙ． Ｗ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９，５６，（９）：

３１０ － ３２９．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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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Ｉ Ｚ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１， ＪＩＡ Ｌｉ⁃ｊｕｎ２

（１．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４１８，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２４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９９６” ｏｒ ｅｖｅｎ “９９７” ｗｏ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ｗ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Ａ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ｏｒｋ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ｗ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ｆａｓｔ⁃ｐａｃｅｄ ｗｏｒｋ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ｗｏｒ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ｉ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ｗｏｒｋ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ｎ，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ｏｗ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ｈａｖ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ｗ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ｓ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ｕ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ｕｓ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ｏａｌｓ．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ｔｈｅ “ｗｏｌ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ｕｒｓｕｅｄ 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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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东，贾利军　 雇佣关系、工作压力对组织犬儒主义的影响


